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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企业异质性角度检验了中国企业的区位自选择效应，即高生产率

的企业是否一定会选择在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中心区。 在衡量集聚程度的方式上，本文

不仅考察了传统的专业化集聚，还首次考虑了上、下游产业关联的多样化集聚，使用嵌套

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着重对区位自选择效应在两类集聚条件下的差异性进行了对

比分析。 研究发现，在专业化集聚程度较高的中心地区，企业的自选择效应较为明显，但
对上、下游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中心地区，企业的自选择效应则相对较弱。 进一步的研

究还发现，国外市场依赖程度较大的纯加工贸易型企业更为关注优越的地理位置，因此，
尽管这类企业生产率相对较低，但在竞争效应尚可容忍的条件下，它们仍倾向于选择那

些具有地理优势的中心地区，这说明这些地区企业生产率的分布是较为分散的，这类企

业不存在明显的区位自选择效应。 基于此，本文认为，为缩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核心地区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要为那些生产率较低的加工贸易型企业的区位转

移创造有利条件；外围地区则要重视开放、基础设施建设和上、下游产业链的搭建，逐渐

培育具有地区特色的产业集群。
关 键 词：异质性企业　 自选择效应　 专业化集聚　 上、下游关联集聚

作者简介：李瑞琴，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１０００８１；
孙浦阳，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３０００７１。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９􀆰 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 － ８１０２（２０１８）０４ － ０１１４ － １６

一、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看，受自然、历史条件以及国家

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中国工业制造业较为明显地集中在东部及沿海地区，从而造成了地区经济

发展“量”的不平衡。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选择进入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中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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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生产率是否会更高？ 如果这种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存在，那么将会进一步带来中国经济地

区间“质”的差异性，从而加剧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 更进一步地，企业的区位自选择

效应是否与产业集聚的不同形式相关呢？ 较多文献考察的一般都是同产业的专业化集聚，但是包

含上、下游关联的多样化集聚，企业的自选择效应是否也存在呢？ 此外，上述规律适用于中国所有

类型的企业吗？ 例如，纯加工贸易型企业是否也存在区位自选择效应呢？ 对以上这些问题的研

究，一方面可以深入探讨“新”新经济地理学基本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也可以

更进一步理解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同时对区域

内部的产业关联问题也将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针对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国内外都有一些理论拓展和实证研究。 Ｂａｌｄｗｉｎ 和 Ｏｋｕｂｏ（２００６）发

现自选择效应和集聚效应都是存在的，且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生产率较低的企业既可为了生存

而扩散至竞争水平较低的外围区，也可受本地外部性和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继续留在中心区。
Ｍｅｌｉｔｚ 和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２００８）、Ｏｋｕｂｏ 和 Ｆｏｒｓｌｉｄ（２０１０）证明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会反作用于企业进入该

市场的选择，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在中心地区生存。 Ｂｅｈｒｅｎｓ，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Ｒｏｂｅｒｔ⁃Ｎｉｃｏｕｄ
（２０１４）认为自选择效应的存在的确容易高估集聚效应的作用。 Ｏｋｕｂｏ 和 Ｔｏｍｉｕｒａ（２０１１，２０１２）采
用日本的微观企业数据，利用密度函数图验证了中心地区平均生产率较外围地区更高。 Ｃｏｍｂｅｓ，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Ｇｏｂｉｌｌｏｎ，Ｐｕｇａ 和 Ｒｏｕｘ（２０１２） 也证实了自选择效应和集聚效应的存在。 国内梁琦等

（２０１３）运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证明异质性企业的区位自选择行为在中国显著存在，但集聚效应

并不明显。 王永进、张国峰（２０１６）以开发区企业为对象，认为集聚效应是开发区企业短期生产率

优势的主要来源，而自选择效应则是长期生产率优势的主要来源。 相反，余壮雄、杨扬（２０１４）基于

格点搜索的 ＮＬＳ 回归来识别集聚效应与自选择效应的方法，认为集聚效应是解释中国大城市生产

率优势的基本原因，而自选择效应并不存在。
综上文献，我们发现：（１）现有研究对地区集聚程度的衡量主要基于专业化集聚，而没有太

多涉及上、下游关联的多样化集聚，但是，现实中上、下游产业的配套能力对于一个地区企业竞

争力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本文认为对它们进行区别讨论，将会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更深入。
（２）现有文献在研究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区位选择时，没有太多考虑企业类型的差异性，占中国

贸易半壁江山的加工贸易企业，具有明显的地区偏向性，我们认为需要关注区位自选择效应在

这类企业中的表现。 （３）在实证的方法上，目前的研究大多采用了密度函数图、分位数回归等

方法，研究的结论还存在一定争议。 本文运用嵌套 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这一方法的好处

是能够同时考虑地区特征和企业特征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且可以对两种不同集聚形式

的区位自选择效应进行比较研究。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假定及机制说明；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讨论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和政策建议。

二、 理论假定及机制说明

以 Ｋｒｕｇｍａｎ 为代表的学者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了影响产业集聚的“经济关联” （包括

生活成本效应、生产成本效应和市场接近效应）和“知识关联”，与竞争效应和拥挤效应的内在

作用机制。 但是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对上述问题的分析都假定企业是同质的，因此在面对市场

中共同的集聚力和分散力时，所有企业的表现是相同的，这点与现实不太相符。 而引入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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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假定的“新”新经济地理学，则进一步认为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会对企业的区位选择带

来重要的影响。 正如前文文献部分所述，由于产业集聚程度高的中心地区拥有更大规模的市

场需求，受规模经济的影响，企业会倾向于选择中心地区。 但是在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中心地

区，企业之间的竞争效应和拥挤效应往往也更强，只有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才有较低的边际成

本，面对高昂的进入门槛，只有它们有能力跨越这一门槛，应对中心地区的高成本，分享产业集

聚给其带来的正外部性。 而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则会得不偿失，无利可图，所以只有生产率更

高的企业才会选择进入中心地区，存在区位自选择效应，这无疑会强化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性。 由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也是基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展开的，因此他们对集聚程

度较高的中心地区的界定标准，就是基于同产业的专业化集聚。 由此，可以得到本文的第一个

假定。
假定 １：在专业化集聚程度较高的中心地区，只有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才能进入，存在区位自选

择效应。
产业的地区集聚通常可以分为同产业的专业化集聚和基于产业上、下游关联的多样化集

聚，而往往上、下游产业的配套能力对地区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多样化集聚受到了很大的关注。 诸如 ＣＰＶＬ 模型、ＦＣＶＬ 模型和 ＦＥＶＬ 模型等新经济地理

学的垂直关联模型（Ｖｅｎａｂｌｅｓ，１９９６）指出，上游行业的集聚能够为下游企业带来质优价廉且更

多差异化的中间产品，而下游产业的集聚能够为上游企业提供便捷的销售渠道等。 因此，一个

地区的上、下游产业的集聚程度也是吸引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 那么，在单纯的上、
下游产业集聚的中心地区，企业是否也存在区位自选择效应呢？ 我们认为，尽管在上、下游产

业高度集聚的中心地区，资源和生产要素成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增加企业的进入成本，
从而对企业的生产效率也会有比较高的要求。 但是与专业化集聚不同的是，基于产业关联的

上、下游企业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企业间的合作和协作，企业之间往往并不会形成非常直接的竞

争关系，它们之间的竞争和拥挤效应会相对较弱，尤其是对那些下游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地

区，往往会使上游企业的产品供不应求，从而对选择进入该地区的上游企业生产效率的要求不

会太高，因此，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可能没有专业化集聚地区表现得那么强。 由此，得到本文

的第二个假定。
假定 ２：在单纯的上、下游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中心地区，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弱于专业化集

聚地区。
上述分析并没有特别考虑外贸型企业，尤其是纯加工贸易型企业。 而众多的研究都表明，这

种类型的企业在中国都表现出了诸多的差异性（戴觅等，２０１１）。 加工贸易型企业具有明显的大进

大出特点，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非常大，除关注地区要素成本外，这类企业的选址对地区的地理位

置和交通的便利性更为敏感（黄玖立、李坤望，２００６）。 只要地区拥挤成本和竞争压力带来的要素

成本上升尚可容忍，即使它们的生产率相对较低，也依然倾向选择那些地理位置优越的地区，而往

往这些地区产业集聚程度又相对较高。 这说明在这类中心地区，尽管企业的平均生产率相对较

高，但企业生产率的分布是比较分散的。 由此，得到本文的第三个假定。
假定 ３：鉴于纯加工贸易型企业的特殊性，尽管它们生产率偏低，但由于它们对运输成本更敏

感，那些地理位置比较优越的中心地区可能仍是它们的优选，因此纯加工贸易型企业不存在明显

的区位自选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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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一个企业是否选择某一个地区，主要取决于地区特征和企业特征，ＭｃＦａｄｄｅｎ（１９８１，１９８４）提出

的条件 Ｌｏｇｉｔ 模型（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ｔ Ｍｏｄｅｌ，ＣＬ）在研究个体选择行为时，既考虑了个体的特征又考

虑了选择方案的特征，因此比较适合研究企业的地理集聚。 但是 ＭｃＦａｄｄｅｎ 同时指出，这一模型必

须满足独立不相关性假设，即两个备选方案发生的机会比率要独立于第三个备选方案，各备择项

之间要相互独立，但现实中很多问题是不满足这一假定条件的，若坚持使用 ＣＬ 予以分析，其参数

估计必将产生严重的不一致性。 为此，ＭｃＦａｄｄｅｎ 构建了嵌套 Ｌｏｇｉｔ 模型（Ｎｅｓｔｅｄ Ｌｏｇｉｔ Ｍｏｄｅｌ，ＮＬ）。
该模型把多个选择方案 ｋ 分为 ｎ 个组，每组内的选择方案不具有相关性，而组间则具有相关性。 由

此，在第 ｎ 组方案 ｋ 被个体 ｉ 选中的概率可表示为：

Ｐ ｉ
ｎｋ ＝ Ｐ ｉ

ｎ Ｐ ｉ
ｋ ／ ｎ ＝

ｅｘｐ（ ｚ′ｎα ＋ τｎ Ｉｎ）

∑Ｎ

ｍ ＝ １
ｅｘｐ（ ｚ′ｍα ＋ τｍ Ｉｍ）

×
ｅｘｐ（ｘ′

ｎｋ βｎ ／ τｎ）

∑ Ｋｎ

ｌ ＝ １
ｅｘｐ（ｘ′

ｎｌ βｎ ／ τｎ）
，ｍ ≠ ｎ，ｌ ≠ ｋｎ （１）

式（１）中，Ｐ ｉ
ｎ表示第 ｎ 组（省区分组）被个体 ｉ（某企业）选中的概率，Ｐ ｉ

ｋ ／ ｎ表示第 ｎ 组第 ｋ 个方

案（某省区）被个体 ｉ 选中的概率；Ｉｎ ＝ ｌｎ［∑Ｋｎ

ｌ ＝ １ ｅｘｐ（ｘ′
ｎｌβｎ ／ τｎ）］为组内值（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衡量了

第 ｎ 组所涵盖的各方案的具体特征对该组影响的期望最大效用；τｎ表示该效用的影响系数，称为不

相似系数；ｘ′
ｎｋ表示在第 ｎ 组内对选择第 ｋ 个方案产生影响的变量，即反映备选方案 ｋ 的特征变量；

ｚ′ｎ表示对选择第 ｎ 组产生影响的变量，反映个体 ｉ 的特征变量。
本文将中国 ３０ 个省区作为企业进行行政区位选择的基本单位，①但是企业在这些省区之间进

行区位选择时，各个省区之间是不满足相互独立条件的，比如某一家企业在选择是去东部沿海经

济发达省区，还是去中西部偏远省区时，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就远高于选择只属于东部沿海地区或

中西部地区省份的相关性。 这说明企业并不是把中国各省区看作一个层面，而是会把各个省区按

照某种标准进行分类后再进行选择，即按照一种“区域 － 省”的树状分层结构来选择最终的厂址

（Ｃｒｏｚｅｔ 和 Ｍｕｃｃｈｉｅｌｌｉ，２００４）。 现有文献对中国省区的分类有按照“中心 － 外围”标准分为两类的；
有按照各省地理位置的不同划分为华北、华东、华南、西北、西南、东北、华中七大区域的（余佩、陈
继勇，２０１２），还有综合考虑国家政策的差异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等划分为东部、中
部、西部三大区域的。 相比较而言，“中心 －外围”是比较理想的方式，但本文对“中心 －外围”的划

分是基于行业层面的，因此针对不同年份的不同省区，可能对某一行业是中心地区，但对其他行业

则可能为外围地区。 可见，这种分类方式将导致在“中心 － 外围”两类地区下的较多省份是重复

的，故这一分类标准在本文的研究中不可行。 而七大区域的划分方法主要是基于地理位置的划

分，几个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便利程度仍有相似性，不能满足独立不相关假设。 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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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选取省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主要是由于省是我国基本的行政区域单位之一，大多数经济指标都是在省级层面进行统计

的，企业在进行行政区位选择时，首先决定的是省，然后再决定去该省具体的市县。 当然，地区单位选择越细越有意义，但是根据

本文选取的全国层面企业的数据看，每个企业可以选取的省级单位，已经有 ３０ 个选择，如果考虑到更细的单位，如市层面时，则意

味着一个企业有 ２８０ 多种选择，备择选项过多导致采用嵌套 Ｌｏｇｉｔ 模型（非线性回归）运算极为困难的问题。 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

针对某些代表性省份的企业研究更细单位的区位选择问题。



文主要采用了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划分方法，但考虑到东部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方

面都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后文还就两区域分类进行了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计量模型即为式（１），因变量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省 ｋ 被某企业 ｉ 选为投资目的地的情况。

如果 ｋ 被选中，因变量记为 １，如果没有，则记为 ０。 根据已有相关文献，本文选取的反映地区特征

的控制变量ｘ′
ｊｋ主要有：专业化集聚指数（ＥＧ）和上、下游产业集聚指数（ＥＧ＿ｕｐ 和 ＥＧ＿ｄｏｗｎ）：反映

循环累积效应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中心”和“外围”地区的虚拟变量（Ｃｌｕｓｔｅｒ，Ｃｌｕｓｔｅｒ＿ｕｐ 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ｄｏｗｎ）和企业生产率（ＴＦＰ）的交叉项：反映企业的区位自选择效应；市场规模（ＭＰ）：用市场

潜能①来表示（Ｈａｒｒｉｓ，１９５４），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经济规模越大的地区，越有利于厂商

实现规模经济，企业越愿意选择该地区；效率工资（Ｅｗａｇｅ）：用当地工人平均工资除以人均工业总

产值来表示（余佩、陈继勇，２０１２），它既考虑了成本又考虑了生产率，用来衡量劳动力成本；技术水

平（Ｐａｔｅｎｔ）：用各省区的专利授权数占全国的比重来反映（黄肖琦、柴敏，２００６）；国外市场接近度

（ＦＭＡ）：用国外市场接近度指数②来反映（黄玖立、李坤望，２００６）。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和“新”新经

济地理学的理论文献，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企业特征ｚ′ｎ主要有企业的生产率（ＴＦＰ）和是否为贸易

企业（Ｔｒａｄｅ）：为避免利用传统的 ＯＬＳ 方法进行估计时产生的同时性偏差和样本选择性偏差，本文

分别使用了 Ｏｌｌｅｙ 和 Ｐａｋｅｓ（１９９６）以及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和 Ｐｅｔｒｉｎ（２００３）提出的两种半参数估计法来衡量

ＴＦＰ，分别为 ＴＦＰ＿ｏｐ 和 ＴＦＰ＿ｌｐ；由于会较多的涉及跨国的产品运输，贸易型企业将非常关注地区

的地理和交通优势，因此企业是否为贸易企业也是影响其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本文假定只要某

一企业有出口或进口，Ｔｒａｄｅ 就记为 １，相反则为 ０。③

（二）主要指标的界定

１􀆰 专业化集聚指数（ＥＧ）和上、下游产业的多样化集聚指数（ＥＧ＿ｕｐ 和 ＥＧ＿ｄｏｗｎ）。 本文使用

ＥＧ 指数（Ｅｌｌｉｓｏｎ 和 Ｇｌａｅｓｅｒ，１９９７）来衡量某地区某行业的专业化集聚水平，该指数充分考虑了企业

规模、区域差异以及产业组织等因素对产业集聚带来的影响，弥补了传统产业集聚测度方法的缺

陷，使产业集聚能够在给定区域范围内进行跨行业、跨时间和跨地区的比较。 本文以省区为单位

来构建该指数，设 ｋ 代表省，ｒ 为 ｋ 省下面的市，ｊ 代表行业。 受构建上、下游产业集聚指标时使用的

投入产出表信息的限制，本文的行业定义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两位行业代码的基础上。 因此，行
业 ｊ 在地区 ｋ 的 ＥＧ 指数为：

ＥＧ ｊｋ ＝
Ｇ ｊｋ － （１ － ∑ ｒ∈ｋ

ｘ２
ｒ ） Ｈ ｊｋ

（１ － ∑ ｒ∈ｋ
ｘ２
ｒ ） （１ － Ｈ ｊｋ）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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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 Ｈａｒｒｉｓ（１９５４）的定义，国内市场潜能ＤＭＰｉ ＝ ∑ ｊ
ＧＤＰ ｊ

Ｄｉｊ
( )＋ ＧＤＰｉ

Ｄｉｉ
（ ｉ≠ｊ），其中ＧＤＰｉ和ＧＤＰ ｊ为第 ｉ 和第 ｊ 省的国内生产

总值，Ｄｉｊ为 ｉ、ｊ 两省省会城市间的最短公路里程，Ｄｉｉ指标参照 Ｒｅｄｄｉｎｇ 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２００４）的处理方式Ｄｉｉ ＝
２
３ Ｓｉ ／ π（Ｓｉ为 ｉ 省的陆

地面积）。

国外市场接近度指数的计算公式为ＦＭＡｉ ＝
１００ × Ｄ － １

ｉｊ

１００ × ［Ｍｉｎ（Ｄｉｊ） ＋ Ｄｉｉ］ － １
，ｉ⊄Ｃ，ｊ􀆠Ｃ{ ，其中 Ｃ 表示所有沿海省份的集合。 由

于中国的出口主要是通过海洋运输实现的，因此本文就用该指标来反映地区的地理优势。
本文还用企业的出口比例进行了再检验，与采用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没有太大差异。 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结果，感兴趣

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式（２）中，Ｇｊｋ ＝∑ｒ∈ｋ（ｓｊｒ － ｘｒ）２是 ｋ 省 ｊ 行业的 Ｇｉｎｉ 系数（ｓｊｒ是某市 ｒ 行业 ｊ 的就业人数占该行业

在 ｋ 省就业总人数的比重；ｘｒ为 ｋ 省某市就业人数在 ｋ 省就业总人数中所占的比重）；Ｈ ｊｋ ＝ ∑ｉ∈ｊ，ｋ ｚ２ｉ
是行业 ｊ 在地区 ｋ 的赫芬达尔系数（ ｚｉ是行业 ｊ 中企业 ｉ 的就业人数占本行业在 ｋ 省就业总人数的

比重）。
衡量上、下游集聚程度的指标，借鉴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２００４）的方法，本文将 ＥＧ 指数结合投入产出表的

信息得到。 若用σ ｊｍ表示 ｊ 行业使用 ｍ 行业的产品产值在 ｊ 行业总投入中所占的比重，企业 ｉ 所属

行业 ｊ 在地区 ｋ 上游产业的集聚指标 ＥＧ＿ｕｐ 可以表示为：

ＥＧ＿ｕｐ ｊｋ ＝ ∑ｍ，ｍ≠ｊ
σ ｊｍ ＥＧｍｋ （３）

同理，若用μ ｊｍ表示 ｊ 行业被 ｍ 行业使用的产品产值在 ｊ 行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则企业 ｉ 所
属行业 ｊ 在地区 ｋ 下游产业的集聚指数 ＥＧ＿ｄｏｗｎ 可以表示为：

ＥＧ＿ｄｏｗｎ ｊｋ ＝ ∑ｍ，ｍ≠ｊ
μ ｊｍ ＥＧｍｋ （４）

２􀆰 对地区产业集聚程度的划分。 若某年某省区某行业的 ＥＧ（ＥＧ＿ｕｐ、ＥＧ＿ｄｏｗｎ）值高于当年各

省区该行业的平均 ＥＧ（ＥＧ＿ｕｐ、ＥＧ＿ｄｏｗｎ）值，则该年该省区为该行业（该行业的上、下游行业）聚集

的中心地区，设定 Ｃｌｕｓｔｅｒ ＝ １（Ｃｌｕｓｔｅｒ＿ｕｐ ＝ １、Ｃｌｕｓｔｅｒ＿ｄｏｗｎ ＝ １），否则该年该省区为该行业的外围地

区，此时 Ｃｌｕｓｔｅｒ ＝ ０（Ｃｌｕｓｔｅｒ＿ｕｐ ＝ ０、Ｃｌｕｓｔｅｒ＿ｄｏｗｎ ＝ ０）①。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由于指标多、样本大，数
据库存在错漏和统计口径上的误差等。 根据已有的研究（聂辉华等，２０１２），本文对样本做了以

下筛选：剔除工业增加值和工业总产值为负或者为零的企业；剔除出口交货值为负的企业；剔除

固定资产年均净值为负或者为零的企业；剔除职工人数小于 ８ 人的企业；剔除存活时间低于 １
年或高于 ５９ 年的企业；考虑到能够自主进行区位选择的行业需为“松脚型”行业，本文只保留了

工业制造业企业。 此外，本文还根据 Ｂｒａｎｄｔ、Ｂｉｅｓｅｂｒｏｅｃｋ 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２）的做法，先后利用企业

代码、企业名称、法人姓名和邮编等信息对同一家企业进行识别。 为计算行业上、下游的集聚程

度，本文使用了 ２００７ 年 １３５ 个部门的《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了某一个行业使用的上游产业和

被下游产业使用的比例。 省级经济变量来自相关各期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

年鉴》。 在估计企业生产率时，为避免因价格变化带来的影响，本文用各地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

数对工业增加值进行平减，用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资本进行价格平减，平减指数均

来自国研网数据库。 在分样本检验中，为识别企业是否为贸易型企业，特别是其是否为纯加工

贸易型企业，本文将《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了匹配，为了保证能匹配

到更多的企业，本文采用企业名称以及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两种方法进行了匹配（田巍、余淼

杰，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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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Ｅｌｌｉｓｏｎ 和 Ｇｌａｅｓｅｒ（１９９７）将某地区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某省某行业 ＥＧ ＞ ０􀆰 ０５，则该行业为所在省的高

集聚（Ｈｉｇｈｌ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行业；第二类是某省某行业 ＥＧ 满足 ０􀆰 ０２ ≤ ＥＧ≤０􀆰 ０５，则该行业为所在省的非常集聚 （ Ｖｅ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行业；第三类是某省某行业 ＥＧ ＜ ０􀆰 ０２，则该行业为所在省的较低集聚（Ｎｏｔ Ｖｅ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行业。 由于这是依据美

国相关数据的计算结果进行划分的，不具有一般性，另外，为避免阈值设定的人为性可能会影响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正文

所述的方法设定中心和外围地区。



（四）内生性问题的说明及处理

正如文献部分所指出的，如果集聚效应和自选择效应同时存在，那么用全样本进行回归时，将
不可避免地出现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影响结论的可信度。 因此，本文仅保留了新建

企业的样本，这样可以较好地剔除集聚效应的影响。 此外，还可能存在的一个内生性问题是：一方

面工业基础较好、企业集聚程度高的地区是工业制造业企业的优选之地；另一方面，这些企业的区

位选择行为又会提升该地区的工业基础，从而也可能会出现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选

择了所有地区特征解释变量的滞后期来处理这一内生性问题，尽管这种方法不尽完美，但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缓解内生性导致的估计偏误（Ｓｔｉｅｂａｌｅ，２０１１）。
（五）描述性分析

１􀆰 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集聚程度。 从图 １ 显示的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全国层面各制造业的空间

Ｇｉｎｉ 系数的均值可以看出，产业空间集聚程度比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烟草制品业（１６①），皮革、
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１９），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２４），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２５），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３９）以及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４０）。 考虑到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对地区资源的严重依赖，而烟草制品业作为一个高

利税的行业，可能受到当地政府更多的保护，所以在下文的实证检验中，本文将只选取其余的四个

集聚程度较高的行业进行回归分析。

图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中国各制造业行业的空间 Ｇｉｎｉ 系数均值

　 　 资料来源：根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２􀆰 中心和外围地区企业 ＴＦＰ 的比较分析。 从表 １ 可以看到，无论是专业化集聚还是多样化集

聚，无论采用哪种方法衡量企业的平均 ＴＦＰ，中心地区企业的 ＴＦＰ 都显著较高。 当然，由于同一个

地区存在既是专业化集聚的中心地区又是上、下游产业集聚的中心地区的可能性，在简单的统计

分析中还不能分离它们各自的影响，因此需进行规范的计量分析。
３􀆰 不同类型企业的统计分析。 从表 ２ 可以看到，纯加工贸易型企业与其他类型企业的 ＴＦＰ 相

比是低的，这与多数文献对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的研究是一致的（戴觅等，２０１１）。 表 ３ 进一

步分析了纯加工贸易型企业的地区分布，可以看出，无论哪种集聚方式，它们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

海地区。 这说明这些企业对便捷的交通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更敏感，并不非常关注该地区是否为该

产业集聚的中心地区以及上、下游配套程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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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括号内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的前两位码，下同。



　 　 表 １ 中心和外围地区企业 ＴＦＰ 的统计分析

集聚类型 集聚程度 观测值
ＴＦＰ＿ＯＰ
平均值

ＴＦＰ＿ＯＰ
标准差

ＴＦＰ＿ＬＰ
平均值

ＴＦＰ＿ＬＰ
标准差

专业化集聚
中心地区 １１４５９６ ３􀆰 ６０１３ １􀆰 ０８７３ ６􀆰 ２３５１ １􀆰 ０９６４

外围地区 ６７６５４ ３􀆰 ５６０９ １􀆰 １５３９ ６􀆰 ２２０６ １􀆰 ０９９８

多样化集聚

（上游产业集聚）
中心地区 ８９１９８ ３􀆰 ５９７４ １􀆰 １３２５ ６􀆰 ２３９７ １􀆰 １１９４

外围地区 ９３０５２ ３􀆰 ５４９７ １􀆰 １１８１ ６􀆰 ２２０２ １􀆰 １０４５

多样化集聚

（下游产业集聚）
中心地区 ８９１９８ ３􀆰 ５８４２ １􀆰 １３１２ ６􀆰 ２８３４ １􀆰 １３２６

外围地区 ９３０５２ ３􀆰 ５４５７ １􀆰 １２３６ ６􀆰 ２０７６ １􀆰 １０２４

　 　 资料来源：根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表 ２ 纯加工贸易型企业与其他企业 ＴＦＰ 的对比

企业类型 观测值
ＴＦＰ＿ＯＰ
平均值

ＴＦＰ＿ＯＰ
标准差

ＴＦＰ＿ＬＰ
平均值

ＴＦＰ＿ＬＰ
标准差

纯加工贸易型企业 ７９５０ ３􀆰 ０７４０ １􀆰 ３７２７ ６􀆰 １４９０ １􀆰 ０９１０

其他类型企业 １７４３００ ３􀆰 ６００７ １􀆰 １０８９ ６􀆰 １８４３ １􀆰 ４３５７

　 　 资料来源：根据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表 ３ 纯加工贸易型企业主要的地区分布

集聚的分类 集聚程度 地区 观测值 占比（％ ） 地区 观测值 占比（％ ）

专业化集聚

中心地区

外围地区

东部 ４０９７ ５０􀆰 ７４ 沿海 ４０８８ ５０􀆰 ６３

非东部 ２８５ ３􀆰 ５３ 非沿海 ２９４ ３􀆰 ６４

东部 ３４８３ ４３􀆰 １３ 沿海 ３４６３ ４２􀆰 ８９

非东部 ２１０ ２􀆰 ６０ 非沿海 ２３０ ２􀆰 ８５

多样化集聚

（上游产业集聚）

中心地区

外围地区

东部 ３９５８ ４９􀆰 ０２ 沿海 ３９５３ ４８􀆰 ９５

非东部 ２５７ ３􀆰 １８ 非沿海 ２６２ ３􀆰 ２４

东部 ３６２２ ４４􀆰 ８５ 沿海 ３５９８ ４４􀆰 ５６

非东部 ２３８ ２􀆰 ９５ 非沿海 ２６２ ３􀆰 ２４

多样化集聚

（下游产业集聚）

中心地区

外围地区

东部 ５３２７ ６５􀆰 ９７ 沿海 ５２９９ ６５􀆰 ６２

非东部 ３３４ ４􀆰 １４ 非沿海 ３６２ ４􀆰 ４８

东部 ２２５３ ２７􀆰 ９０ 沿海 ２２５２ ２７􀆰 ８９

非东部 １６１ １􀆰 ９９ 非沿海 １６２ ２􀆰 ０１

　 　 资料来源：根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四、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中，我们将中国 ３０ 个省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企业在确定了区域后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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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区域的具体省份。 表 ４ 列示了基于嵌套 ｌｏｇｉｔ 模型所得的五个基本回归结果。 总的来看，这些

回归结果的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值都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模型整体的回归结果较好。 ＩＩＡ 也

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不相似系数也显著的不为 １，说明嵌套 ｌｏｇｉｔ 的结果要好于条件

ｌｏｇｉｔ。①

１􀆰 “中心 －外围”地区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 在表 ４ 的（２） ～ （４）列中，本文分别加入了反映

地区“中心”、“外围”特征的虚拟变量与企业 ＴＦＰ 的交叉项。 从回归结果来看，Ｃｌｕｓｔｅｒ × ＴＦＰ＿ｏｐ、
Ｃｌｕｓｔｅｒ＿ｕｐ × ＴＦＰ＿ｏｐ 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ｄｏｗｎ × ＴＦＰ＿ｏｐ 的估计系数都为正，且在 １％ 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
但是 Ｃｌｕｓｔｅｒ × ＴＦＰ＿ｏｐ 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其他两个。 （５）列将三者同时放入进行回归，结果显

示，Ｃｌｕｓｔｅｒ × ＴＦＰ＿ｏｐ、Ｃｌｕｓｔｅｒ＿ｕｐ × ＴＦＰ＿ｏｐ 都有较高的显著性，且 Ｃｌｕｓｔｅｒ × ＴＦＰ＿ｏｐ 估计系数数值更

大，同时 Ｃｌｕｓｔｅｒ＿ｄｏｗｎ × ＴＦＰ＿ｏｐ 估计系数则没有了显著性，这说明集聚程度较高的中心地区，尤其

是专业化集聚的地区，由于企业之间竞争和拥挤效应更强，只有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才能进入，存在

企业的区位自选择效应；而单纯的上、下游产业的集聚，因企业间的合作多于竞争，故对新进入企

业生产率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尤其是下游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对上游企业产品的需求旺盛，
反而对上游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了要求，因此上、下游集聚地区的自选择效应相比于专业化集聚

地区较弱。
２􀆰 其他控制变量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在表 ４（１） ～ （５）列的分层检验中，与基准组中部地

区相比，东部地区 Ｔｒａｄｅ 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 １％水平上显著，说明与中部地区相比，越是贸易型

的企业越会选择东部地区。 而西部地区 Ｔｒａｄｅ 估计系数则不具有显著性，说明贸易型企业在中部、
西部地区的选择上并不具有明显的偏好。 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相比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虽然离沿

海地区较近一些，但是一方面，中部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仍相对落后，另一方面，近些年国家

对西部地区开发政策力度的加大，导致中部地区相比于西部的优势并不是特别明显，故也不是贸

易型企业的优选，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中部成了“被遗忘的区域”的事实。 此外，在以上五

个回归结果中，国内市场潜能（ＭＰ）的估计系数只有（３）列和（５）列显著为正，其他则不显著，这可

能说明尽管一个省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和规模越强，越会吸引企业进入，以更好地实现规模经济，但
是在当前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外部市场需求作用往往不容忽视，这会导致国内市场潜能的作用不

太稳健。 效率工资（Ｅｗａｇｅ）的估计系数显著性较弱，说明一个省区劳动力成本对企业进入与否影

响不大，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可能会更关注。 地区技术水平（Ｐａｔｅｎｔ）的估计系数为正，都在 １％水

平上显著，说明省区技术水平的发展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的进入。 国外市场接近度（ＦＭＡ）的
估计系数为负，也都在 １％水平上显著，说明开放条件下，国外市场的接近度对企业的区位选择非

常重要。 三个反映集聚程度的变量 ＥＧ、ＥＧ＿ｕｐ 和 ＥＧ＿ｄｏｗｎ 基本都有正的显著性，证明了循环累积

的集聚力对于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性。
（二）分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为分析不同类型企业的区位自选择效应，这里将进行分样本检验。② 在排除了纯加工贸易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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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４，２０１８

①
②

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 ＣＬ 和 ＮＬ 两种回归方式的结果对比，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本文将所有的样本分为非贸易型企业、非纯加工贸易型企业和纯加工贸易型企业三类，并对它们也做了回归，实证结果

发现，前两类企业的回归结果没有太大的差异，主要原因在于这两类企业比较集中的东部沿海地区兼具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较大的

市场规模两个特点，高集聚区对企业的 ＴＦＰ 要求都较高，而这两类企业也的确拥有较高的 ＴＦＰ。 受篇幅所限，正文将其合并，只报

告了它们与纯加工贸易型企业的回归结果。



　 　 表 ４ 基准回归结果

Ｐｒｏ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ＭＰ
０􀆰 ０６２６

（０􀆰 ５９７８）
０􀆰 ０６３０

（０􀆰 ５７５８）
０􀆰 ３３０１∗∗∗

（２􀆰 ７９０２）
０􀆰 １１７３

（１􀆰 ０３６３）
０􀆰 ３３９６∗∗∗

（２􀆰 ９９１５）

ｌｎＥｗａｇｅ
－ ０􀆰 ３０１５∗∗∗

（ － ２􀆰 ７１３７）
－ ０􀆰 ０５６２

（ － ０􀆰 ４７３４）
－ ０􀆰 １３９９

（ － １􀆰 １５５３）
－ ０􀆰 ２６９５∗∗

（ － ２􀆰 ２８１４）
０􀆰 ０８３９

（０􀆰 ６９４２）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１􀆰 ３９８１∗∗∗

（１４􀆰 ５９８１）
１􀆰 ５５６２∗∗∗

（１７􀆰 ０９５７）
１􀆰 ４４２６∗∗∗

（１４􀆰 １２０３）
１􀆰 ４４９２∗∗∗

（１４􀆰 ５１２９）
１􀆰 ４９２１∗∗∗

（１６􀆰 ２６８１）

ｌｎＦＭＡ
－ ０􀆰 ６７７７∗∗∗

（ － １１􀆰 ４９２７）
－ ０􀆰 ６８７２∗∗∗

（ － １２􀆰 ７３８９）
－ ０􀆰 ６７３０∗∗∗

（ － １１􀆰 ２１６５）
－ ０􀆰 ７２０６∗∗∗

（ － １１􀆰 ５１２１）
－ ０􀆰 ６２３７∗∗∗

（ － １２􀆰 ２２２１）

ＥＧ
１􀆰 １４８１∗∗∗

（５􀆰 ６８９６）
０􀆰 １５９６

（０􀆰 ６２９３）
１􀆰 １１８２∗∗∗

（５􀆰 １７７８）
１􀆰 ０７４２∗∗∗

（４􀆰 ８７９４）
０􀆰 ２５６６

（１􀆰 ０３２６）

ＥＧ＿ｕｐ
１􀆰 ００２５∗∗∗

（３􀆰 ４２７０）
１􀆰 １３８４∗∗∗

（３􀆰 ８２４８）
０􀆰 ２７９０

（０􀆰 ８０１７）
１􀆰 ０６８２∗∗∗

（３􀆰 ４４５０）
０􀆰 ３１６９

（０􀆰 ９４３４）

ＥＧ＿ｄｏｗｎ
０􀆰 ３６９６

（０􀆰 ９０８１）
０􀆰 ７７８５∗

（１􀆰 ７５９１）
０􀆰 ４９６６

（１􀆰 １８５０）
０􀆰 ７３２６∗

（１􀆰 ７０９４）
０􀆰 ９０２０∗∗

（２􀆰 １４７５）

Ｃｌｕｓｔｅｒ × ＴＦＰ＿ｏｐ
０􀆰 ２４８３∗∗∗

（８􀆰 ３６６９）
０􀆰 ２２３５∗∗∗

（８􀆰 ２３９２）

Ｃｌｕｓｔｅｒ＿ｕｐ × ＴＦＰ＿ｏｐ
０􀆰 １５１２∗∗∗

（８􀆰 ３５６４）
０􀆰 １４０１∗∗∗

（８􀆰 ０２０５）
Ｃｌｕｓｔｅｒ＿ｄｏｗｎ ×

ＴＦＰ＿ｏｐ
０􀆰 ０８７７∗∗∗

（３􀆰 ２８１１）
０􀆰 ０３３５

（１􀆰 ２６５６）
ｔｙｐ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ｅａｓｔ Ｔｒａｄｅ
１􀆰 ４０２６∗∗∗

（９􀆰 ３５０４）
１􀆰 ３４３２∗∗∗

（８􀆰 ５８４５）
１􀆰 ３４２９∗∗∗

（８􀆰 ５８７４）
１􀆰 ３５０８∗∗∗

（８􀆰 ６３６６）
１􀆰 ３３１４∗∗∗

（８􀆰 ５１２５）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ｒａｄｅ ０（基准组）

ｗｅｓｔ Ｔｒａｄｅ
－ ０􀆰 １１８９

（ － ０􀆰 ３７３５）
－ ０􀆰 ０３６８

（ － ０􀆰 １１４５）
－ ０􀆰 ０３６０

（ － ０􀆰 １１１８）
－ ０􀆰 ０２９９

（ － ０􀆰 ０９２７）
－ ０􀆰 ０５４８

（ － ０􀆰 １７０５）
不相似系数

ｅａｓｔ＿ｔａｕ
１􀆰 ７８９９∗∗∗

（１４􀆰 ６０１９）
１􀆰 ７９６７∗∗∗

（１７􀆰 ２９１２）
１􀆰 ８０４０∗∗∗

（１４􀆰 ３２１２）
１􀆰 ８１２５∗∗∗

（１４􀆰 ５７１９）
１􀆰 ７４４９∗∗∗

（１６􀆰 ８７１４）

ｍｉｄｄｌｅ＿ｔａｕ
２􀆰 ２５４９∗∗∗

（１１􀆰 ８２３４）
２􀆰 ２８５５∗∗∗

（１４􀆰 ３２４５）
２􀆰 ２８４７∗∗∗

（１１􀆰 ５８１２）
２􀆰 ３０５０∗∗∗

（１１􀆰 ８４９９）
２􀆰 １８６８∗∗∗

（１３􀆰 ７４１４）

ｗｅｓｔ＿ｔａｕ
１􀆰 ５９１０∗∗∗

（８􀆰 １１７０）
１􀆰 ５０４１∗∗∗

（９􀆰 ６７２０）
１􀆰 ６２３３∗∗∗

（７􀆰 ９８２７）
１􀆰 ６０７７∗∗∗

（８􀆰 ０８９０）
１􀆰 ４５８７∗∗∗

（９􀆰 ２０７０）
观测值 １８３２８９ １７３５８１ １７３５８１ １７３５８１ １７３５８１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 １６５６９􀆰 ８５３ － １５４０９􀆰 ３７２ － １５３９６􀆰 １０５ － １５４４６􀆰 ９３３ － １５３５６􀆰 ３５３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３７８􀆰 ５１ ４９１􀆰 ２５ ３５４􀆰 ９１ ３６６􀆰 ８９ ４７４􀆰 ０１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ＬＲ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ＩＩＡ ４０２􀆰 ３７ ４３３􀆰 ３８ ３６７􀆰 ４４ ３９３􀆰 ６７ ３８３􀆰 １２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注：（１）∗、∗∗和∗∗∗分别代表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２）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 ｚ 值，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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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后，表 ５ 中（１） ～ （４）列的结果显示，Ｃｌｕｓｔｅｒ × ＴＦＰ＿ｏｐ 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ｕｐ × ＴＦＰ＿ｏｐ 仍然显著为正，
Ｃｌｕｓｔｅｒ × ＴＦＰ＿ｏｐ 的估计系数大于 Ｃｌｕｓｔｅｒ＿ｕｐ × ＴＦＰ＿ｏｐ，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ｄｏｗｎ × ＴＦＰ＿ｏｐ 在（３）列中回归系

数相对较小，（４）列中则没有显著性，再次证明区位自选择效应在专业化集聚地区的确表现得更为

明显。 同时，在排除了纯加工贸易型企业后，上述估计系数值比全样本下的相应值都要更大一些，
在一定程度上间接说明了纯加工贸易型企业不存在明显的区位自选择效应。 为确认这一结论，我
们还用纯加工贸易型企业的样本做了进一步的验证。 表 ５ 中（５） ～ （８）列为对纯加工贸易型企业

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只有当地市场技术水平（ｌｎＰａｔｅｎｔ）和国外市场接近度（ｌｎＦＭＡ）这两个指标具

有较高的显著性；Ｃｌｕｓｔｅｒ＿ｕｐ × ＴＦＰ＿ｏｐ 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ｄｏｗｎ × ＴＦＰ＿ｏｐ 没有显著性，而 Ｃｌｕｓｔｅｒ × ＴＦＰ＿ｏｐ 的

估计系数则显著为负，这再次佐证了假定 ３ 的结论，对于这种特殊类型的企业，尽管生产率较低，
但在市场要素成本尚可容忍的情况下，仍会倾向于选择地理位置更优越的东部沿海中心地区，的
确不存在明显的区位自选择效应。

　 　 表 ５ 分样本回归结果

Ｐｒｏ
除纯加工贸易型企业外的样本 纯加工贸易型企业样本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ＭＰ
０􀆰 １５６８

（１􀆰 ４１９４）
０􀆰 ４４８０∗∗∗

（３􀆰 ６５０３）
０􀆰 ２１２１∗

（１􀆰 ８３１１）
０􀆰 ４４６８∗∗∗

（３􀆰 ８６６４）
０􀆰 ０３３９

（０􀆰 ６８９２）
０􀆰 ０８２６

（０􀆰 ５７９８）
０􀆰 ０３６０

（０􀆰 ５５７８）
０􀆰 ２６３３

（１􀆰 ０６３３）

ｌｎＥｗａｇｅ
－ ０􀆰 ０８９６

（ － ０􀆰 ７５２１）
－ ０􀆰 １８４４

（ － １􀆰 ５０６４）
－ ０􀆰 ３１９６∗∗∗

（ － ２􀆰 ６５７８）
０􀆰 ０５１５

（０􀆰 ４２６５）
０􀆰 ６６５８

（０􀆰 ５１８１）
－ ０􀆰 ０６８０

（ － ０􀆰 ０７４２）
０􀆰 ７９９２

（０􀆰 ６０１２）
－ ０􀆰 ３５１８

（ － ０􀆰 ３８９７）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１􀆰 ４８８３∗∗∗

（１６􀆰 ６５５３）
１􀆰 ３７５６∗∗∗

（１３􀆰 ６０００）
１􀆰 ３８６０∗∗∗

（１３􀆰 ８９８５）
１􀆰 ４２０８∗∗∗

（１５􀆰 ８６１０）
４􀆰 １６６４∗∗∗

（３􀆰 ７２２９）
３􀆰 ８０８５∗∗∗

（４􀆰 ７５１６）
４􀆰 ６４５４∗∗∗

（３􀆰 ６９５９）
３􀆰 ７６２９∗∗∗

（４􀆰 ７９４０）

ｌｎＦＭＡ
－ ０􀆰 ６７６２∗∗∗

（ －１２􀆰 ４１６０）
－ ０􀆰 ６６３２∗∗∗

（ －１０􀆰 ８２２９）
－ ０􀆰 ７１８６∗∗∗

（ －１１􀆰 ０５１８）
－ ０􀆰 ６０７０∗∗∗

（ －１１􀆰 ９１３３）
－ ０􀆰 ８２３６∗∗

（ － ２􀆰 ０７８５）
－ ０􀆰 ７４９３∗∗

（ － ２􀆰 ５３６０）
－ ０􀆰 ９３９７∗∗

（ － ２􀆰 １４８６）
－ ０􀆰 ７７３５∗∗

（ － ２􀆰 ５６８０）

ＥＧ
０􀆰 １３６５

（０􀆰 ５４１８）
１􀆰 １２０９∗∗∗

（５􀆰 ２３４１）
１􀆰 ０７８１∗∗∗

（４􀆰 ９１８８）
０􀆰 ２４９６

（１􀆰 ０１４１）
３􀆰 ５９２６∗

（１􀆰 ７８３７）
２􀆰 ２８２３

（０􀆰 ９８２５）
３􀆰 ０７６７

（１􀆰 １１９９）
３􀆰 ６７９４∗∗

（２􀆰 ２６７０）

ＥＧ＿ｕｐ
１􀆰 １１９１∗∗∗

（３􀆰 ７６５５）
０􀆰 １９４９

（０􀆰 ５５４４）
１􀆰 ０５８０∗∗∗

（３􀆰 ３８９９）
０􀆰 ２２９４

（０􀆰 ６８０５）
－ ０􀆰 ０７６１

（ － ０􀆰 ０２１７）
１􀆰 ５４１１

（０􀆰 ６０９８）
０􀆰 ０２７４

（０􀆰 ００８０）
１􀆰 ４４９６

（０􀆰 ６０９０）

ＥＧ＿ｄｏｗｎ
０􀆰 ７２１５

（１􀆰 ６２４１）
０􀆰 ４５１３

（１􀆰 ０７１７）
０􀆰 ６８６７

（１􀆰 ５８８２）
０􀆰 ８４２４∗∗

（２􀆰 ００５８）
３􀆰 １９９７

（１􀆰 ０６２９）
３􀆰 ２７７５

（１􀆰 １５２４）
２􀆰 ８５２２

（０􀆰 ８１１２）
２􀆰 ４１４０

（０􀆰 ７８９８）

Ｃｌｕｓｔｅｒ ×
ＴＦＰ＿ｏｐ

０􀆰 ２７０６∗∗∗

（８􀆰 ６０８０）
０􀆰 ２４２４∗∗∗

（８􀆰 ６３８９）
－ ０􀆰 ４７４４∗∗∗

（ － ３􀆰 ０８０３）
－ ０􀆰 ４５４２∗∗∗

（ － ２􀆰 ９２０８）

Ｃｌｕｓｔｅｒ＿ｕｐ ×
ＴＦＰ＿ｏｐ

０􀆰 １５７５∗∗∗

（８􀆰 ５６５８）
０􀆰 １４４４∗∗∗

（８􀆰 １８５１）
－ ０􀆰 ２０５６

（ － １􀆰 ２７２７）
－ ０􀆰 ２１０３

（ － １􀆰 ５３７１）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ｄｏｗｎ ×
ＴＦＰ＿ｏｐ

０􀆰 ０９２０∗∗∗

（３􀆰 ３３７７）
０􀆰 ０３０９

（１􀆰 １４５２）
－ ０􀆰 ３０３６

（ － １􀆰 ５８５０）
－ ０􀆰 １２１３

（ － ０􀆰 ８１６０）

４２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４，２０１８



续表 ５

Ｐｒｏ
除纯加工贸易型企业外的样本 纯加工贸易型企业样本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ｔｙｐ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ｅａｓｔ Ｔｒａｄｅ
１􀆰 ３０６６∗∗∗

（７􀆰 １３１７）
１􀆰 ３１３３∗∗∗

（７􀆰 １７０７）
１􀆰 ３１８９∗∗∗

（７􀆰 ２０１２）
１􀆰 ３００７∗∗∗

（７􀆰 １０１９）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ｒａｄｅ ０（基准组）

ｗｅｓｔ Ｔｒａｄｅ
０􀆰 １０８７

（０􀆰 ３０６０）
０􀆰 １２４０

（０􀆰 ３４９２）
０􀆰 １３２７

（０􀆰 ３７３７）
０􀆰 ０９３９

（０􀆰 ２６４６）

不相似系数

ｅａｓｔ＿ｔａｕ
１􀆰 ７８９２∗∗∗

（１６􀆰 ９１３０）
１􀆰 ８０３５∗∗∗

（１３􀆰 ８０３３）
１􀆰 ８１７２∗∗∗

（１３􀆰 ９３４５）
１􀆰 ７３１７∗∗∗

（１６􀆰 ５５０１）
２􀆰 ３５１６∗∗∗

（３􀆰 ４９０６）
１􀆰 ９７７２∗∗∗

（４􀆰 ３９３３）
２􀆰 ４９８７∗∗∗

（３􀆰 ４７７５）
２􀆰 ００１６∗∗∗

（４􀆰 ４０３３）

ｍｉｄｄｌｅ＿ｔａｕ
２􀆰 ２４１５∗∗∗

（１３􀆰 ８９４２）
２􀆰 ２５５４∗∗∗

（１１􀆰 ０８２１）
２􀆰 ２８２３∗∗∗

（１１􀆰 ２５２０）
２􀆰 １３６２∗∗∗

（１３􀆰 ３５５５）
３􀆰 ９７３３∗∗∗

（３􀆰 １１７７）
３􀆰 ３９９７∗∗∗

（３􀆰 ８５９０）
４􀆰 ３５４９∗∗∗

（３􀆰 １３２０）
３􀆰 ４３４５∗∗∗

（３􀆰 ８７２２）

ｗｅｓｔ＿ｔａｕ
１􀆰 ４８９５∗∗∗

（９􀆰 ３４０２）
１􀆰 ６３２４∗∗∗

（７􀆰 ６６２８）
１􀆰 ６１７１∗∗∗

（７􀆰 ６９１５）
１􀆰 ４４３１∗∗∗

（８􀆰 ９１８６）
２􀆰 ２４９３∗∗

（２􀆰 １６５０）
１􀆰 ８４９８∗∗

（２􀆰 ４４８０）
２􀆰 ４５８７∗∗

（２􀆰 ２８２７）
１􀆰 ９４１５∗∗

（２􀆰 ５２４６）

观测值 １６６１８９ １６６１８９ １６６１８９ １６６１８９ ７３９２ ７３９２ ７３９２ ７３９２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 １４９２６􀆰 １４７ － １４９０７􀆰 ２５６ － １４９６６􀆰 ７３５ － １４８６５􀆰 ２４７ － ４２５􀆰 ９４８ － ４２１􀆰 ７３８ － ４２５􀆰 ３０８ － ４２０􀆰 １９０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４３２􀆰 ４７ ３００􀆰 ３６ ３０６􀆰 ７１ ４１７􀆰 ８７ ２７􀆰 １１ ４１􀆰 ６３ ２７􀆰 ９７ ３９􀆰 ７０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ＬＲ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ＩＩＡ

４０９􀆰 ５２ ３４２􀆰 ７３ ３７１􀆰 ６５ ３５７􀆰 ８３ ２９􀆰 ２４ ２９􀆰 ７８ ３１􀆰 ７２ ２９􀆰 ８６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三）稳健性检验①

１􀆰 ＴＦＰ 不同衡量方法下的稳健性检验。 表 ６ 为基于 ＬＰ 方法衡量的 ＴＦＰ 的检验结果，总的来

看，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说明前文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２􀆰 不同区域分组下的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的差异性并不明显，本文再将中国分为东部和非东部两个地区进行稳健性检验。 从

表 ７ 的回归结果仍然可以发现，省区分类方式的调整并没有影响前文的相关结论，说明本文所得

结论是非常稳健的。

５２１

① 受篇幅所限，以下的稳健性检验只报告了核心变量和主要的统计量。



　 　 表 ６ 基于 ＬＰ 方法衡量的 ＴＦＰ 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Ｐｒｏ
全样本

（１） （２） （３） （４）

分样本

除纯加工贸易

型企业外的样本

纯加工贸易型

企业样本

（５） （６）

ＥＧ
０􀆰 １４９７

（０􀆰 ５８０２）
１􀆰 １２２５∗∗∗

（５􀆰 １９３２）
１􀆰 ０７０４∗∗∗

（４􀆰 ８５３７）
０􀆰 ２５３２

（１􀆰 ００３１）
０􀆰 ２１２２

（０􀆰 ８３８６）
０􀆰 ３０３６

（０􀆰 ２７５１）

ＥＧ＿ｕｐ
１􀆰 １５０２∗∗∗

（３􀆰 ８３６２）
０􀆰 １９３６

（０􀆰 ５５１４）
１􀆰 ０６３２∗∗∗

（３􀆰 ４２０７）
０􀆰 ２３４６

（０􀆰 ６８６９）
０􀆰 １１８８

（０􀆰 ３３９０）
０􀆰 ９３３０

（０􀆰 ７１９８）

ＥＧ＿ｄｏｗｎ
０􀆰 ７８７２∗

（１􀆰 ７６２３）
０􀆰 ４９１０

（１􀆰 １７２６）
０􀆰 ７７３７∗

（１􀆰 ８１３６）
０􀆰 ９４８０∗∗

（２􀆰 ２５８３）
０􀆰 ９３６７∗∗

（２􀆰 １５０１）
１􀆰 ００８６

（０􀆰 ９７３１）

Ｃｌｕｓｔｅｒ × ＴＦＰ＿ｌｐ
０􀆰 １５９３∗∗∗

（８􀆰 ５９７４）
０􀆰 １４３７∗∗∗

（８􀆰 ５０６０）
０􀆰 １６３７∗∗∗

（８􀆰 ９５７８）
－ ０􀆰 １０９７∗∗

（ － １􀆰 ９８６６）

Ｃｌｕｓｔｅｒ＿ｕｐ × ＴＦＰ＿ｌｐ
０􀆰 ０９０５∗∗∗

（８􀆰 １５６６）
０􀆰 ０８３７∗∗∗

（７􀆰 ８２５１）
０􀆰 ０９１８∗∗∗

（８􀆰 ２１００）
－ ０􀆰 １２１３∗∗

（ － ２􀆰 ５１７４）

Ｃｌｕｓｔｅｒ＿ｄｏｗｎ ×
ＴＦＰ＿ｌｐ

０􀆰 ０５８５∗∗∗

（３􀆰 ６９２７）
０􀆰 ０２８１∗

（１􀆰 ８０２７）
０􀆰 ０２９６∗

（１􀆰 ６６７０）
－ ０􀆰 ０２３０

（ － ０􀆰 ４２５０）

观测值 １７３５８１ １７３５８１ １７３５８１ １７３５８１ １６６１８９ ７３９２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 １５４１１􀆰 ０４４ － １５３９０􀆰 ５９７ － １５４４５􀆰 ３２９ － １５３５１􀆰 ６２１ － １４９０１􀆰 ８５３ － １０６７􀆰 ３７８７

　 　 表 ７ 基于两大区域分层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Ｐｒｏ
全样本

（１） （２） （３） （４）

分样本

除纯加工贸易

型企业外的样本

纯加工贸易型

企业样本

（５） （６）

ＥＧ
０􀆰 ８０５９∗∗

（２􀆰 ５６５３）
１􀆰 ７３６４∗∗∗

（６􀆰 ４１５３）
１􀆰 ６３２４∗∗∗

（６􀆰 ２５１４）
０􀆰 ９１９２∗∗∗

（３􀆰 ０６０１）
０􀆰 ９０８３∗∗∗

（３􀆰 ００７１）
－ ０􀆰 ４７１８

（ － ０􀆰 ５７７０）

ＥＧ＿ｕｐ
１􀆰 ８０２４∗∗∗

（５􀆰 ４５５６）
１􀆰 ０６３１∗∗∗

（２􀆰 ７７２７）
１􀆰 ８１８４∗∗∗

（５􀆰 ２５７０）
０􀆰 ９８５２∗∗∗

（２􀆰 ６４８０）
０􀆰 ８６８３∗∗

（２􀆰 ３０２９）
２􀆰 １７４９∗∗

（２􀆰 ０２０８）

ＥＧ＿ｄｏｗｎ
０􀆰 ２８１４

（０􀆰 ４６８７）
０􀆰 ０７１９

（０􀆰 １２５１）
０􀆰 ３４３２

（０􀆰 ６００４）
０􀆰 ３９１１

（０􀆰 ６６３２）
０􀆰 ３５９０

（０􀆰 ６０４９）
１􀆰 ３１８２

（１􀆰 ３７４４）

Ｃｌｕｓｔｅｒ × ＴＦＰ＿ｏｐ
０􀆰 ３０８７∗∗∗

（８􀆰 ４４３７）
０􀆰 ２７５９∗∗∗

（８􀆰 ２４４４）
０􀆰 ３０１４∗∗∗

（８􀆰 ４６７７）
－ ０􀆰 １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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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假定的“新”新经济地理学框架，研究了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在中国是否

存在，即高生产率的企业是否一定会选择在集聚程度较高的中心区；在考虑集聚的形式上，通过使

用投入产出表刻画出包含上、下游关联产业的多样化集聚，并与专业化集聚进行了对比性验证；此
外还考查了纯加工贸易型企业是否存在区位自选择效应的问题。 本文主要得出的结论是，在专业

化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正如“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所分析的那样，存在显著的区位自选择效应，
即生产率较高的工业制造业企业将倾向选择在企业集聚程度较高的中心地区，而生产率相对较低

的工业制造业企业则会选择在集聚程度较低的外围地区。 但是与专业化集聚相比，在单纯的上、
下游产业集聚程度的中心地区，这种区位自选择效应则相对较弱。 主要原因在于，在同行业企业

集聚程度较高的中心地区，企业之间的竞争效应和拥挤效应更大，只有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企业，才
能够克服中心地区激烈的市场竞争带来的巨大压力和较高的拥挤成本。 而在单纯的上、下游企业

集聚较高的中心地区，尽管也会导致地区要素成本的上升，但是企业之间的协作更重要，竞争则并

不是那么的针锋相对，所以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体现的并不是特别强。 另外，本文还发现，对于大

多数的纯加工贸易型企业，尽管它们的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鉴于其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它们

往往倾向选择在具有地理优势且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以克服高额的运输成本。 因

此，对于这种特殊类型的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并不明显。 这说明尤其是在东部沿海中心地区，尽
管企业的平均生产率高于外围地区，但这些地区企业生产率的分布是比较分散的。 本文的结论，
针对不同的 ＴＦＰ 衡量方法以及不同的区域分类方法都是非常稳健的。

由此可以发现，与外围地区相比，尤其是那些专业化集聚程度较高的中心地区，不仅存在地区

经济“量”的差距，地区企业的生产效率还存在“质”的差距，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中国地区经济

发展的不平衡。 从地区分布看，中心地区主要分布于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外围地区则主要分布

于中部、西部地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贸易渠道仍主要依赖于海上通道，相对比较单一；且中

国对外贸易的伙伴主要是美国、日本、韩国等位于东南方向的国家，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地

理位置成了产业聚集地和中国主要的进出口地；而中部、西部地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水平较东

部地区仍有较大差距，工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和产业优势难以得到发挥。
为解决这一矛盾，引导和促进地区间“松脚型”产业的流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对于东

部沿海等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中心地区，从长远来讲，生产要素价格的提高和企业竞争的加剧是

必然的趋势，未来产业的转型升级是这些地区的重中之重。 这些地区一方面应提升技术、人力资

本等要素的积累，可以考虑重点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同时加快服务业，特别是金融

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大范围的区域协同合作将成为重要趋势，新市场的开

拓，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联动性的增强也将为东部地区产业的腾笼换鸟做好充分的准备，尤其为

那些生产率较低的加工贸易型企业的转型或是区位转移创造有利条件。 其次，对于那些产业集聚

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将打开面向西北的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

开放大门，改变地理的空间结构，使内陆地区有相当于过去沿海、沿边的条件，从而改变开放的约

束条件，使开放型经济在内陆地区的实施成为可能，从而使中部、西部地区更贴近国际市场。 这些

地区要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推进的有利契机，结合地区产业发展特色，拓展地区内制

造业上、下游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搭建和完善，加强产业协作，整合延伸产业链条，推进产业链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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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深度合作，逐渐培育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合理、布局优化的先进产业集群。 另一方面，要加快本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构筑强大的铁路、公路、机场以及产业园区的强大网络，这有助于扩大产品供

应和服务半径，降低物流等运输成本，为西部地区更好融入“一带一路”提供强大的支持。 与此同

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主要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先导和突破口，中部、西部地区可以以此为

契机，通过打开路上通道，增强沿线经济带和城市群的连接性，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

外经济走廊，为东中西部地区间产业转移提供通道，并为要素集聚和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这些

都是缩小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量”和“质”的差距的可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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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Ｍｅｌｉｔｚ， Ｍ􀆰 Ｊ􀆰 ， ＆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Ｇ􀆰 Ｉ􀆰 Ｐ􀆰 ，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７５， ２００８，

ｐｐ􀆰 ２９５ － ３１６􀆰

２２􀆰 Ｏｋｕｂｏ， Ｔ􀆰 ， ＆ Ｆｏｒｓｌｉｄ， Ｒ􀆰 ，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０１０􀆰

８２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４，２０１８



２３􀆰 Ｏｋｕｂｏ， Ｔ􀆰 ， ＆ Ｔｏｍｉｕｒａ， Ｅ􀆰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ｉｒｍ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Ｋｏｂ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１􀆰

２４􀆰 Ｏｋｕｂｏ， Ｔ􀆰 ， ＆ Ｔｏｍｉｕｒａ， Ｅ􀆰 ， Ｓｋ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ｌａｎｔ⁃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 Ｋｅｉｏ ／ Ｋｙｏｔｏ

Ｊｏｉｎ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０１２􀆰

２５􀆰 Ｏｌｌｅｙ， Ｇ􀆰 Ｓ􀆰 ， ＆ Ｐａｋｅｓ， Ａ􀆰 ，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Ｎｏ􀆰 ６４，

１９９６， ｐｐ􀆰 １２６３ － １２９７􀆰

２６􀆰 Ｒｅｄｄｉｎｇ， Ｓ􀆰 ， ＆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Ａ􀆰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ｏ􀆰 ６２，

２００４， ｐｐ􀆰 ５３ － ８２􀆰

２７􀆰 Ｓｔｉｅｂａｌｅ， Ｊ􀆰 ， Ｄ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Ａ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３４，

Ｎｏ􀆰 １， ２０１１， ｐｐ􀆰 １２３ － １５３􀆰

２８􀆰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Ａ􀆰 Ｊ􀆰 ，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 Ｌｉｎｋ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 ３７， １９９６， ｐｐ􀆰 ３４１ －

３５９􀆰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ｏｆ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ＬＩ Ｒｕｉｑ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０００８１）

ＳＵＮ Ｐｕｙａｎｇ （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３００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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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ｗｅ ａｌｓ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ｆｉｒｍｓ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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